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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两汉碑额篆书在中国篆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与同时代的其他书体具有同

一历史性，因其存在自身独立的艺术语言，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。本文通过对两汉碑额篆书

风格的整理、解析和分类，分析篆额书风及精神气息的传递，深入考查了汉代碑额篆书对清

代书家的篆刻创作风格的影响，肯定其为清代中后期碑学兴盛奠定了基础。本文的研究成果

可为清代篆刻艺术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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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前言 

秦亡汉兴之际，书法艺术的发展并未中断。到西汉初期，文字还是承袭了“秦书八体”，

小篆依旧是较为通行的书体。当时，政府以善书“秦书八体”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，这一政策

从某种程度上也保持了秦代书法的延续性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儒学成为学术之宗，社会尚文的

风气使得树碑铭文蔚然成风。另一方面，秦汉时人葆有死后重生的观念
[1]，遂崇尚厚葬，依考

古材料来看，一大批碑刻文献也出土于墓葬。虽然秦汉时，隶书字形发展已经成熟，并作为法

定书写形式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官方文书中，篆书失去官方文字的地位。但因篆书古雅格调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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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的审美追求，而具有特定的接受群体、文化高点，更多为上层知识分子沿用、书习
[2]。故而，

在重要的官方文书及隆重的仪典、还有碑额、宫殿的砖和瓦当等需书写之处都有篆书的身影，

且书写之人地位尊显，能因字数对部分碑额形制、面积做相应处理，手法多样，风采独具。因

此，可以说汉代碑额篆书是汉篆中独树一帜的一种样式，遥领了汉代篆书的独特风貌。 

在为数不多的现存两汉时期的碑额中，篆书碑额的数量占绝对优势，尤以题名碑额篆书

为常见
[3]。这一时期的碑额篆书是秦代小篆的延伸和转化，一方面，继承了秦篆风格，另一方

面与秦小篆的工艺性、标准规范的特征又有着很大的区别。两汉时期的碑额篆书打破了秦小

篆笔画均匀、结体修长等创作格局，结体上更为丰富多样，灵活生动，用笔形态自由奔放，变

化夸张，无拘无束
[4]。此外，汉代碑额篆书在书写过程中，随意依文字的个体结构的长短方圆

而发挥，因此形态万殊
[5]。但同为篆书，必有其共性，不论是秦小篆还是汉代碑额篆书，都具

有生动、厚重、淳朴、雄强的特点。在碑额上篆书的应用起到美观，给人以庄重的效果。汉碑

篆额体现出来的丰富风格和独异面貌，是对秦代代表性小篆的极大突破和创造，有极高的审

美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性。虽然从存世的史料看来，汉碑篆额极为稀少，但仍无法撼动其在书法

史上的重要地位。 

2 汉碑篆额书风的审美特征 

两汉篆书碑额存世稀少，依保存至今的碑额实物来看，其风格多为古朴、用线厚重、节奏

变化快速明晰、生动灵活，大量使用变形与夸张等带有装饰性的艺术处理手法。我们通过对现

有两汉时期篆额的考察发现，该时期书风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与品格气质，大抵可概括

为以下三点： 

①体势宽博灵动。两汉的篆书较秦篆更为淳朴雄浑，两者相比，汉篆用线的浓厚庄重是秦

篆难以望其项背的。而且，汉篆的结构宽博，体态松动，较秦篆的严谨整齐，汉篆更显生动。 

②造型夸张巧变。秦代小篆的笔画粗细均匀，字形基本呈长方形，重心偏上。而两汉篆

碑，由于书写区域的特殊性——碑额狭小，很多字体的结字需要随书写区域来布局。所以，在

单字处理上，碑额上的篆书长短、大小、方圆往往不定，从而形成夸张变形的体势。碑额上的

篆书有时还会借鉴自然物象的“垂露篆”、“悬针篆”等风格，抑或是印章中摹印风格，真可

谓巧变迭出，千姿百态。 

③笔法篆隶互用。书法在各种书体定型之前，书体演变都是以一种新的书写形态诞生为

标志的，在每一种新形态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中间过渡形态。两汉时期的篆额，就是篆

书向隶书转变的中间形态。笔法上除了常用的平移推动的轨迹外，也增加了提按上下运动的

轨迹，出现波磔的意味。这种中间形态必然会兼具两种书体的某些共同特征。两汉时期已通行

隶书，当时的人对篆字已经比较陌生，所以篆额中也常见隶书的字形特点。 

3 对清代篆刻的影响 

在清代中后期，书家们开始注意碑额的艺术价值，尤其是两汉时期的碑额。乾嘉时期，书

学思想和书法风气的转变影响了书法的创作，文字学、金石学等专门学科获得了突破性的发

展，
[6]这些皆促使了碑学书风的确立。通过清代书家与篆刻家对两汉篆额中书风、结体、技法

等方面的借鉴与取其精华，使两汉篆额及篆书的研究得到复兴，引起时人、世人对其极大的重

视与关注。 

自小篆发明之日起，都逃不开“二李”(李斯和李阳冰)的影子。在清代初期，作篆者以王

澍、孙星衍、钱坫为代表的书家，依旧是按部就班，追求工艺美，使篆学陷入了绝境。直至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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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如的出现，才打破了这一习篆的僵局。邓石如的小篆，以“二李”为基础，兼参以汉碑额篆

书的体势，例如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天发神谶》、《开母石阙》、碑额瓦当等金石资料，字形

在方圆之间游走变化。邓石如也吸收了汉碑篆额质朴敦厚的风格并加以发挥，使其篆书布字

浑圆，气势磅礴。由此看出，汉碑额对邓石如篆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众所周知，

汉印文字多为缪篆，汉碑篆额在字法变化上与缪篆颇为相通。邓石如的篆刻恰以汉印为开端，

深受其中的精神启发，发现了汉碑篆额与汉印的共性美
[7]。 

邓石如一生治印不计其数。在他的传世佳作中，最具篆书功底，且最富汉碑篆额意趣的应

属其小篆朱文印了。其中，“意与古会”(图 1)是最负盛名的，从此方印中能看到《韩仁铭》

碑额(图 2)的影子。此印为了适应方形印面，将原本为纵势的小篆压扁，取其横势，圆转流畅

的富于装饰性的汉碑额篆势尽显端庄典雅。“意”、“与”二字线条盘曲，方圆兼济，气势恢

宏。它标志着邓石如在“印从书出”上取得初步的成功。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”这方印(图 3)

体现了邓氏在创作实践“疏处可使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”的创作理念。其文字与笔意融为一体，

笔间线条相互穿插，与《张迁碑额》(图 4)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“流”、“有”、“声”、“断”

四字笔法曲折回环，恰与“江”、“岸”、“千”、“尺”等字之疏朗两相对比，境象顿生。 

    

图 1 意与古会 图 2 韩仁铭碑

额 

图 3 江流有声断岸

千尺 

图 4 张迁碑额 

到了晚清，篆刻日益繁盛，一批篆刻大家诸如吴让之、徐三庚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黄士陵

等，均深受邓石如“印从书出”观念的影响
[8]，亦加入汉碑篆额元素，大胆创作，促进晚清后

期掀起了一股“印外求印”的风潮热。吴让之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，印风在其师基础上继承

与发展，极其推崇邓石如汉碑篆额入印的理念。 

吴让之的“断肠人远惕心事多”(图 5)颇具汉碑额篆书意味，其意趣颇类《张迁碑额》篆

书。此白文印八个字排成两列，受方形印面限制，篆法安排横向扁平。吴氏承袭邓石如取法汉

碑额的特点，将“意与古会”的理念应用于白文印的创作，此乃继承吸收并创新的结果。 

徐三庚是晚清篆刻史上继邓、吴之后，“印从书出”的第三人，其篆刻风格被誉为“吴带

当风”
[9]。其在印章边款中，明确注明了自己是取法汉碑篆额的。朱文印“禹寸陶分”(图 6)

印款曰：“上虞徐三庚仿汉碑额，为梓楣老仁兄作于森宝楼。时辛未秋九月戊子朔”。此印颇

得《韩仁铭》碑额等汉碑额之宽博宏大，印文中结字扁平，篆法方圆兼济，每字均用长笔画回

转盘旋。 

赵之谦在同时期也具不容小觑的地位。虽然，他一生为他人治印不多，却保存一枚自用并

明确模仿汉碑额的印章，朱文印“赵”，印款曰：“悲庵拟汉碑额”(图 7)。此印虽说拟汉碑

额，但细看结字端庄含蓄，线条圆转流美，更近宋元时期朱文印的意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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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昌硕从邓石如的“印从书出”观念出发，一生精研《石鼓文》，并将其融入到篆刻中。

他对于篆刻有其独到的审美与见解，尤其钟情于汉碑篆额。生平所治印章中，至少有十余方印

章的边款记载其取法汉碑篆额。从这些印作中，能感受吴昌硕所追求的“浑古朴茂”之气。朱

文印“俊卿”印款曰：“汉碑篆额古茂之气如此，昌硕”(图 8)。当然，吴印也有独创之处。

单字朱文印“榖”，其印款日:“拟张迁碑篆额，缶”，篆法上虽与《张迁碑额》中之“榖”

字几乎雷同，但吴昌硕将此“榖”字作了类似封泥印的处理，加强了其虚实之间的对比，堪为

经典。 

  

 

 

图 5 断肠人远惕心事多 图 6 禹寸陶分 图 7 赵 图 8 俊卿 

4 总结 

汉碑篆额风格灵活，形体多变，因此为篆刻家青睐，然而作为习篆、入印的素材广泛地流

行，却是要到清代中叶以后碑学兴盛才出现的现象。从邓石如提出的“印从书出”理念到晚

清“印外求印”的蔚为大观，使汉碑篆额的精神气息得以传递，使清代中后期篆刻繁荣灿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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